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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古代中国思想与现代中国权力》是由阎学通教授组织的

清华大学研究团队的重要成果，代表着国际关系领域清华研究路径的兴

起。这一研究取向的特征是应用一种特定的科学方法，分析借鉴中国先秦

思想，以丰富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并为中国崛起提供政策建议。作为中国国

际关系研究本土化的代表作，该书会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史上占据一

席之地。作为中国学界对全球国际关系学的贡献，它具有不俗的理论潜力

和政策意义。虽然清华路径尚需多方面努力以获得学界的认可乃至形成一

个“清华学派”，但它无疑提供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一种雏形与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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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

国 际关系学不是中国本土源流的学术领域。符合现代学

术标准的国际关系学在中国存在的时间恐怕不足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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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这一短暂的历史中，引进西方学术是主流，“出口”中国学术大概

只是一种奢望。正因如此，2011 年西方世界国际关系领域顶尖出版社

之一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学者文集 《古代中国思想

与现代中国权力》，这可被视为中国国际关系学发展进入一个转折点

的重要标志。西方出版中国学者的著作自然早有先例，但多数是在像

历史或哲学这样有强大中国本土底蕴的领域。① 此次由清华大学阎学

通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撰写的关于中国先秦国际政治思想和实践的文

集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中国国际关系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

志。②

此文目的是将该书置于中国国际关系学发展史中，浅论其学术贡献与

不足之处，并指出其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及中国崛起这一实际政策

问题的意义。文章首先指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 “清华路径”这一研

究取向在中国国际关系学中的地位，以及它对近年来所谓 “中国学派”

争论的意义。正文主要讨论该书的研究方法问题、理论前景及政策意义。

二十多年来，阎学通教授一直是中国国际关系学政策、方法和理论的杰出

开拓者之一，此书是其学术成就的充分展现。本文是对清华研究路径的一

个批评性评价，以期清华团队能修正当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在现有基

础上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

一、清华路径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阎学通就一直站在提升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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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 Fung Yu-lan ［冯 友 兰］，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Vols. 1 － 2 ， trans. Derk
Bodde ( Princeton，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2 － 1953 ) ; Kung-Chuan Hsiao ［萧公权］，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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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trans. Edmund Ryden ( Princeton，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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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论领域的前沿。这一努力的成果包括一本广受欢迎的国际关系研究方法

教科书和年度研究方法培训班。① 他对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论的贡献并

不亚于他对理论和政策研究的贡献，《古代中国思想与现代中国权力》就

是其方法论付诸实践的体现。在社会科学实证主义的影响下，他提倡偏向

于定量分析的“科学方法”。尽管他也承认不同的问题需要不同的研究方

法，但是他对假设检验、因果分析、客观性及可验证性的强调，② 无疑表

明他是一个实证主义者。

《古代中国思想与现代中国权力》即是将此方法应用于对古代中国思

想的分析。这一方法与此项研究背后的理论目标及政策动机的结合，意味

着一种具有中国意识的独具特色的国际关系研究路径或取向的兴起。因其

由阎学通和他在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 ( 现已升级为当代国际关系研

究院) 的同事们所首创，不妨称之为“清华路径”。不过，尽管这一路径

是目前中国国际关系学最具原创性的研究前沿之一，它似乎尚不足以构成

一个完整的“清华学派”。③

清华路径有三个明显特征。首先，它的研究动机来自对丰富现代国际

关系理论并为当前中国崛起提供政策建议的愿望。④ 其次，它寻求分析借

鉴中国先秦思想与实践的独到之处，以之为知识与思想来源。这是清华

路径最具特色之处，也是中国意识充分展现之处。最后，如前述，它将

阎学通所认为的科学方法应用到对先秦思想的分析中。实际上，这已经

涉及国际关系中国际政治理论的研究分支，不过阎著并没有参考这一领

域的著作，也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这三个特征是否足以构成 “清华学派”? 严谨而言，一个学派必须在

一个领域具有独特且系统的研究方法，并已建立起相对完整的标志性方

法与观点，同时为今后的进一步发展留下学术空间。例如，英国学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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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学通、孙学峰: 《国际关系研究方法》 ( 第二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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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性方法和 “国际社会”这一标志性观点闻名。① 哥本哈根学派通过

借鉴语言行为理论发展出 “安全化”的理论，并使用话语分析的方法来

揭示安全问题的社会构建。② 政治思想史中的剑桥学派则通过分析 “语

言”的含义与语境的独特方法，融合了政治史与思想史。③ 不过，目前清

华团队对古代中国思想、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及当前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方

面，④ 缺乏在方法和理论上的深入思考与论证。清华学派的建立尚需在理

论、方法与经验研究上的诸多努力。

二、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本土化

如果将清华研究路径置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科背景之中，它的意

义在于它代表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本土化。所谓本土

化，是指中国学者不再完全依赖于从西方引进的国际关系学概念与理论，

而是有意识地通过借鉴中国自己的概念与思想来丰富现有理论或者发展新

理论。在《古代中国思想与现代中国权力》中，再也见不到盛行于 20 世

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对西方理论的引介，取而代之的是通过中国本土视

角来对西方理论进行批判。

这一点的意义或可通过简要评述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史来更好地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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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概述可见 Tim Dunne，“The English School，”in Christian Reus-Smit and Duncan Snida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pp. 267 －
285; Richard Little，“The English School's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 6，No. 3，2000，pp. 395 － 422。

主要可见 Barry Buzan，et al.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 Boulder，CO: Lyn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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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Tully，ed. ，Meaning and Context: Quentin Skinner and His Critics ( Cambridge: Po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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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

除了《古代中国思 想 与 现 代 中 国 权 力》外，相 关 著 作 还 包 括: 阎 学 通、徐 进 主 编:

《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选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阎学通、徐进等: 《王

霸天下思想启迪》，北 京，世 界 知 识 出 版 社 2009 年 版; 另 有 《国 际 政 治 科 学》上 的 多 篇 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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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发展史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① 第一阶段为 1949—1963 年，当时中

国并没有学术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研究，所谓的 “国际研究”主要以向政

府提供内参与研究报告的形式而存在。公开的学术出版物几乎不存在，也

几乎没有开展独立学术研究的可能性。1963—1978 年的第二阶段经历了

国内的“文化大革命”和国际上的中苏同盟破裂等重大事件。中苏关系

紧张是中国政府决定加强国际问题研究和教学的主要原因。这一阶段的意

义在于它奠定了中国国际关系未来发展的机制性基础: 中国首次设立了国

际关系研究的准学术机构。但在研究方法、关注点和风格上，这一阶段与

第一阶段几无差别，而且因为 “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而变得更为意识形

态化。

国际关系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学科始于 1978—1990 年的第三个阶段。

此时相对专业性与独立性之所以可能，根本在于改革开放的政策变化。中

国学者开始史无前例地引进西方 ( 主要是美国) 国际关系研究成果。不

过，在这一阶段的最后几年，他们也开始反思西方尤其是美国学术成果在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主导地位，并开始考虑中国是否需要发展自己的国

际关系理论。1987 年，中国首个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在上海召开，讨论

国际关系的中国理论，提出中国需要发展 “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

论”。② 此后，中国是否需要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这样的理论会有哪些

特征及如何创造这些理论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讨论的一个主题。

1990—2000 年可视为第四个阶段，其特征是中国学者对社会科学理

论自觉的进一步提升及对国际关系作为有别于政策建议与解读的独立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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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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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论 述 基 于: Qin Yaqing，“Why is There No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Vol. 7，No. 3 ，2007，pp. 313 － 340; 王逸舟: 《绪论》，载

于王逸舟、袁正清主编: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 ( 1995—2005)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
60 页; 倪世雄等: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六十年》，载于杨洁勉主编: 《六十年对外关系与国际问题

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11—217 页。
石斌: 《国际关系研究“中国化”的论证》，载于王逸舟、袁正清主编: 《中国国际关系研

究 ( 1995—2005) 》，第 522 页; 任晓: 《走自主发展之路: 争论中的中国学派》，《国际政治研究》
2009 年第 2 期，第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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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一步认识。在这一阶段，从西方著作的翻译数量来说，中国学界对西

方学术引进的趋势有增无减，在应用多种西方理论流派与视角的同时，也

增强了学术批判性和独立性的意识。同时中国学界对方法论重要性的认识

进一步提高，开始进行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西方学界的方法论争论相类

似的讨论。① 这一阶段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对国际关系中国理论的深入探

讨。秦亚青认为，20 世纪 90 年代的争论已经大致解决了中国是否需要自

己的国际关系理论的问题，下一步应该是如何去创建这些理论的问题。②

从 2000 年以来的第五个阶段已经过了 12 年。目前中国已经引进了几

乎所有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既包括主流的 “三大学派”，也包括一些非

主流甚至边缘性的理论，如英国学派、女权主义与批判理论等。中国学界

也开始了类似西方的不同学派之间的争论。这一阶段颇引人注目的动向是

“中国学派”说法的兴起。如果 1978—1990 年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前

理论时期，1990—2000 年是理论学习的开端，那么 2000 年之后则代表了

理论学习的深入和理论构建的开端。③

上述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科发展背景使我们能更好地认识清华路径

的意义。中国学者提倡本土化，提出借鉴中国传统资源以发展中国理论，

已非一朝一夕。但真正能把这些愿望付诸实践只能说是凤毛麟角。很多学

者都提到中国传统资源的可借鉴性，但大多停留在对这些资源有用性的一

种直觉认识上，难以真正知道应当如何去借鉴使用这些资源。即便是在几

个极少数的例外中，如北京大学叶自成教授对中国古代外交思想的研究，

研究重点还是描述中国思想并将其与西方思想进行比较，而不是发掘中国

思想的理论潜力。④ 此外，很少有学者能真正澄清本土化应如何展开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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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重要的例子是，秦亚青等: 《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笔谈》，《中国社会科学》2004 年第 1
期，第 78—93 页。

秦亚青: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载于王逸舟主编: 《中国对外关系转型 30 年》，北京，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20 页。
秦亚青: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第 306—343 页; Qin Yaqing， “Why is There No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pp. 313 － 340。
叶自成: 《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香港社会科学出版公司 200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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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会是如何。正是在这一点上，清华路径提供了一个具体的范例，因此

在推进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本土化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当然，这并不是说

它是唯一有效的研究路径，只是说其学术上的严肃性和开拓性有重要的借

鉴价值。

三、清华路径与 “中国学派”

此时不妨对关于“中国学派”的争论稍作评论。《古代中国思想与现

代中国权力》内附阎学通撰写的《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一

文 ( 附录三) ，强烈否定了“中国学派”的合理性。不过，它主要否定的

是“中国学派”这一标签，而不是其具体的学术议程。实际上，它在很

多方面认同“中国学派”提倡者关于如何发展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观点，

在另一些方面则误解了 “中国学派”提倡者的学术议程。因此，它对

“中国学派”争论的解读对于推进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并没有太大的助

益。从另一方面来说，该文使我们更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争论的本质。

“中国学派”的反对者和提倡者之间———至少阎学通和其主要批评对象秦

亚青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阎著提出三条否定 “中国学派”的理由。第一，国际关系理论通常

不是由理论创立者自己命名的。第二，理论很少是以国家命名的，通常理

论是根据其主要主张、主要创建者或其创立的学术机构而命名的。第三，

“中国”的标签太过宽泛，没有任何一个理论或流派能够代表中国历史和

传统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虽然这三点言之成理，但阎著主要纠结于 “中

国学派”这一标签是否合适这样一个语义问题，而没有从根本上论证为

什么“中国学派”提出的学术议程本身有问题。

阎著同时认为如果国际关系属于科学研究的范畴，那么国际关系理论

就必须是普遍适用的。中国学者在借鉴中国古代思想创建新理论上有优

势，但这并不意味着由此而建立的理论就是中国理论。一个原因是，即便

这些理论主要基于中国思想，它们也无法完全脱离现有西方国际关系理

131



国际政治科学 ( 2012 /4)

论。另一个原因是，优秀的理论必然借鉴所有重要的理论传统。因此，中

国学者发展的理论也必将借鉴多种理论传统。他因此提出，中国学者需要

考虑的问题不是理论的标签而是如何首先创造出理论。①

隐含在这一批评中的，是阎著关于 “中国学派”的目的是用中国理

论去替代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假定。② 不过，这似乎并不是所有 “中国学

派”提倡者的假定。例如， “中国学派”说的核心代表人物秦亚青就认

为，虽然中国学派来源于中国本土的传统与经验，但它最终将超越本土，

具有普遍适用性。中国学派，据秦亚青的理解，是通过发掘中国的传统思

想与实践来创建同时具有中国本质与普遍意义的理论体系。它的目的不是

替代现有理论，而是同时丰富现有理论和人类知识。③ 也许秦亚青的这些

观点是在吸收了对其早期 “中国学派”论的批评 ( 很可能也包括阎学通)

之后有所修正的结果。但不可否认的是，阎学通和秦亚青，作为这一争论

对立方的核心代表，在两个根本点上是有共识的: 第一，通过借鉴中国传

统思想发展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研究是重要的; 第二，这样一个研究议程

的目的不是为了替代现有理论而是丰富它们。也许这两位学者在理论的本

质、方法及发展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其他方面上仍有重大分歧 ( 澄清这

些分歧本身也会是对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贡献) ，但他们至少在对中

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目标和途径的理解上有重要的共识。

“中国学派”的标签确实有误导性，“中国学派”的提出也似嫌过早。

但鉴于阎、秦两人的共识，对实际上并不是很重要的标签的批评应该让位

于对具有重要实质性的学术议程的探讨。确实，由于阎学通对先秦思想的

研究，秦亚青已经把他归类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范式之中了。④ 此外，

国外学者很可能会把 《古代中国思想与现代中国权力》解读为中国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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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Ancient Chinese Thought，Modern Chinese Power，p. 256.
Ibid. ，p.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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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China: Progress through Debat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
Pacific，Vol. 11，No. 2，2011，p.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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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例子。这两位学者之间的共识也预示着中国

国际关系研究未来发展的一个极可能且重要的方向: 通过融合中国传统思

想与现代西方理论继续推进本土化。

四、科学方法与古代中国思想

阎学通似乎认为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能毫无疑问地被应用于对先秦经

典思想的分析中去。因此他没有———也可能认为没有必要———论证这一方

法的可行性。他只在两处简单地论述到方法论问题。第一处是回应批评者

关于先秦典籍的可靠性及古代经验对现代国际关系的借鉴性的质疑。他认

为古代典籍的可靠性与我们是否能借鉴它们并无关系，并认为古代中国历

史能为我们提供很多国际政治的有益案例。

第二处是在杨倩如评论一章 ( 全书共收录了三篇此类的批评性文章)

的一个引言中:

我们所从事的是现代国际关系的研究，研究古代思想的目的是

为了更准确地理解现在，而不是理解过去。正是由于先秦诸子著作

中所引用的事件之可靠性往往是无法确知的，因此我们研究时注重

的是他们的思想而不是事实本身。思想史研究中常常要求根据当时

的历史场景去理解原文，这是必需的。但对于国际关系学者而言，

我们无法关心也不关心原文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因为到目前为止，

思想史学界就先秦著作的真实含义尚未达成共识，而我们也无法以

不同含义的解释为前提进行研究和讨论。科学研究只能在共同标准

和共同概念的基础上进行，因此，“相对科学的方法”就只能以字

面含义为标准，因为绝大多数人对于字面含义的理解是没有分歧的。

与其从一个凭借今人想象的，而又无把握绝对真实的历史场景去理

解古人的语言，不如从抽象的人类社会的角度去理解古人的思想。

如果说两者都不能真实反映当时的历史真相，那么后者将更符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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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目的，因为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追求普世性的合

理，而不是追求特殊性。①

这一说明再次提到了历史真实性的问题，但认为既然先秦经典或其中

记录的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不确定，我们不应该关心经典原文的 “真正含

义”，而是应该关心它们的 “字面含义”。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古代思

想背后的工具性动机———这一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古代思想

本身，而是把它们当做一个思想资源库来满足当代理论和政策的需要。

这种思路在当代国际政治理论研究中极为常见，但同时具有内在的局

限性，其工具性是对研究潜力的一种自我限制。使用经典思想来为当代理

论提供哲学基础，为当代政策提供解释或合法性论证，以及为理论和政策

讨论提供框架支持，是当代国际思想研究中的常见做法。② 如果清华路径

研究古代中国思想是为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国崛起的政策而服务，那也

无可厚非，毕竟“理论总是为某个人与某种目的服务的”。③ 不过，如果

这种工具性太强，就无法认识到经典思想本身也是国际关系研究中一个有

巨大潜力的领域，就可能忽视研究中国经典思想会对国际政治思想这一研

究分支作出重大贡献。鉴于目前的国际政治思想领域尚未开始系统研究中

国思想，④ 我们更应该把它当做一项重要的学术议程来看待。这是一个一

般性的评论，不是针对清华路径的具体批评。《古代中国思想与现代中国

权力》在很多方面都有创建，而且任何一项研究都有其局限性，因此强

调它的工具性并不公平。但这个评论确实说明，清华路径只是研究古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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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思想的一种思路，古代中国思想领域所蕴涵的学术潜力要比清华团队目

前认识到的宽广很多。

不过，清华研究思路还有比工具性更深的方法问题。这一问题并不是

现有批评中所提到的历史真实性或相关性。相反，它涉及另外两种不同性

质的问题。首先是基本但又极为棘手的如何通过经典文本研究古代思想的

问题。阎著的答案似乎是: 只要了解文本的字面含义而不是真实含义就可

以了。这一认识背后的假定，是经典文本的字面含义是可知的，而它们的

真实含义则难以确定。不过，这种研究方法会把方法论问题简化为看似简

单地从字面上阅读文本的问题。真正的方法问题实际上因此而消失了，研

究古代中国思想似乎不需要阎式科学方法以外的其他方法。

不过，首先可以指出，“字面含义”与“真实含义”之间的区别相当

模糊。“真实含义”具体何指? 如果 “字面含义”与 “真实含义”之间

有关系，这种关系又是什么? 更重要的是，读懂 “字面含义”也许并不

足以理解经典中所蕴涵的思想; 相反，它可能导致误解和误读。如果剑桥

学派对研究国际政治思想有借鉴作用，① 那么这类研究必须同时考虑经典

文本的含义与语境。也就是说，这类研究不仅需要揭示经典作者的主张或

者观点，还必须揭示作者在其特定的历史、政治、学术及语义环境下提出

其观点的目的与意义。② 研究古代中国思想需要科学方法之外的能满足其

特殊研究需求的更优方法。

第二个问题是所谓的 “现代主义”，即用现代的假定去阅读经典而不

是通过经典来开拓现代思维。③ 这一问题在当前研究中极为普遍，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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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学者利用经典作者来阐述他们自己的主张，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将修昔

底德说成是现实主义的鼻祖。这样一种研究方法，用预设的对现代国际关

系的理解来阅读经典，必然导致结论的片面性甚至荒谬性。① 正如昆廷·

斯金纳所言: “在没有加入我们自己的主观期望和预判的情况下，是不可

能研究经典作者观点的意义的 ( 特别是在外来文化的情况下) 。”② 研究经

典思想的一个危险之处，就在于研究者用预设的范式和熟悉的标准来研究

经典文本。正确的方法，必须是从经典作者自己的情境中去理解他们。此

外:

认为存在一套历史上所有的思想家都在思考的永恒的政治问题的

想法是一种错误; 相反，每个思想家关注的只是其自己的时代条件下

存在的问题。也许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思想议程与我们的并没有太大

差异，但我们不能认为这种相似性是理所当然的; 这种相似性必须在

具体情况下通过具体论证而得出。③

例如，阎著应用 “层次分析法”分析古代中国思想，这显然是当代

研究方法假定影响到古代思想研究的一个例子。这样的研究得出的结论

是: 墨子和老子是体系分析论，管子和韩非子是国家分析论，孔子、孟子

和荀子是个体分析论。④ 这种分类当然可以做，也很有意思，但问题是它

对古人思想的洞察力。“层次分析法”是一个非常现代的国际关系研究

方法。历史上很多思想家，不管是在东方还是西方，没有对国内政治与

国际政治，或对体系、国家与个人的层次进行绝对的区分。阎著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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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典籍也没有此类区分。① 但通过应用 “层次分析法”，它还是将先秦

思想家分类到预设的方法论框架中，而不是通过先秦思想来反思当代方法

论假定的局限性。这并不是说这种分类不可为，而是说它可能并不是最有

效的方法。当然，它能得出颇具新意的结论，但不排除它也能同时遮盖中

国思想中一些不为其所发现的独特之处。

另一当代方法论假定应用到先秦思想分析的例子是阎著对荀子的分析

方法的评论:

荀子有关国际政治的认识虽然有较强的逻辑性，但按现代科学标

准，其分析方法还算不上科学方法，他论证举例的方法还不是严格意

义上的科学实证方法。他所选用事例中很多都是历史传说，事件的时

间、背景和基本过程都没有，事实来源无法查证。此外，他选用案例

时缺少必要的变量控制，属于归纳法中的简单枚举法。简单枚举法是

人们最经常使用的论证方法，但这种方法的科学性较差，案例的实证

性和说服力都不太强。②

正如徐进所指出的，这些评论对古人不免有些苛刻。③ 实际上，用现

代科学实证主义的标准来衡量先秦思想的 “科学性”是颇可质疑乃至颇

为奇怪的。以此为标准，则先秦先哲不免都难以及格。事实上，荀子的思

想在先秦诸子思想中最具规律性，素以严谨性著称。④ 当然，这种规律性

和严谨性受限于早期中国思想的大环境，我们不应以现代科学标准衡量

它，就像我们不会用两千年以后的科学标准来衡量我们现在的思维水平一

样。这样做反而会阻碍我们去发现我们想要发现的古代思想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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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当代方法论假定应用于先秦思想的影响的第三个例子是政治实力是

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基础的观点。① 政治、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分类是现代范

畴，荀子或其他先秦诸子是否有此类划分颇可质疑，也许阎学通是把他自

己对实力的理解强加到了荀子身上，从而使荀子的思想变得熟悉可辨。

下面通过讨论阎著对荀子思想的研究说明上述提出的第一个方法论问

题。理解古代思想，不能只依赖于对文本字面含义的解读，还必须同时考

虑到文本的真实含义与历史语境。这一问题体现在三个层次上。第一，最

明显的是，阎著经常将荀子在内政上的主张解读为他对国际政治的理

解———显然是将荀子所论去语境化的表现。②

例如，阎著写道，荀子认为人性恶是国际冲突的根本原因。③ 但是，

荀子只是暗示人性是人类冲突的根源，且似乎是意指国内政治而不是国际

政治。④ 在讨论了荀子关于社会规范制约人性 ( 似乎仍是在内政的框架

下) 的思想后，阎著转到了国际规范: “荀子关于用规范来防止国家间暴

力冲突的思想，与当代制度主义理论有相似之处。”⑤ 但是，荀子没有直

接讨论过“用规范来防止国家间暴力冲突” ( 强调部分为笔者所加) 。同

一问题也出现于以下论断: “荀子认为，没有社会等级来抑制人性对物质

利益追求的欲望，国际暴力冲突就不可避免。”⑥ 但他引用的用来支持这

一论断的荀子原文，实际上显示荀子意指国内社会:

分均则不偏，执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

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 ( 强调部分为笔者所加)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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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荀子”及人称代词“他”是指在历史上曾为《荀子》各篇言论贡献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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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清华路径

或许可说，既然荀子没有区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那么我们可以把

他的内政思想应用到国际政治上。在西方历史上，修昔底德和马基雅维利

也没有作出此类区分，而 20 世纪初期尼布尔和卡尔都把现实主义看作一

般性的政治理论。① 即便如此，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共通的假定必须得到

明确，其可适用性也必须得到论证。这也表明，依赖荀子言论的字面含义

是不够的，因为字面含义很容易就能被去语境化。

这一点可由阎著对荀子所描述的西周五服制的解读来进一步说明:

根据西周五服体系的历史经验，荀子认为依据关系的远近建立等

级不同的国际规范是可以抑制国际暴力冲突的。他认为，周建立的五

服体系之所以能维持西周时期国际体系的稳定，是因为这个体系是不

同等级执行不同规范，所以这个规范系统才有效力。他说: “彼王者

之制也，视形势而制械用，称远迩而等贡献，岂比齐哉! ”这是说，

帝王根据具体情况来制定方法，根据关系的远近来划分贡献的等级，

怎么会都一样呢。②

虽然有所差异的国家间规范可能有抑制国家间冲突的效用，但是这似

乎并不是荀子使用五服制例子的本意。荀子是在反驳关于商汤和周武不能

控制像楚、越这样的远国的观点。当他说 “岂比齐哉”时，他是在提醒

他的论争对手，周拥有对不同属国不同程度的控制，因此周确实既具有对

近国也具有对远国———虽然不平等———的控制。正如该讨论的章节名所暗

示的，荀子是在纠正对于他而言是对商汤和周武的统治权力的一种误

解。③ 比较可以断定的是，荀子不是在讨论国家间规范与国际体系稳定性

之间的关系。阎著的解读因此不免有点断章取义之嫌。这并不是说他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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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解读中得到的理论意义———国际政治中的等级规范———是不成立的。

相反，这一论点极具启发性 ( 见下文) 。但是，结论的价值并不能掩盖方

法的缺陷。

第二，阎著用科学方法解读荀子，因而忽视了荀子言论的意识形态

性，更加忽视了意识形态化的政治言论是难以有效地用科学方法来解读

的。虽然荀子在先秦诸子中是思想最严谨的，但恐怕还不是阎著解读下的

“科学思想家”。阎著批评荀子不够“科学”，但科学性与否恐非荀子思想

最重要之处。

就意识形态而言，荀子不是在知识与意识形态的真空中提出其观

点的，他所处的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大动荡时期。毕竟，春秋战国时

期百家争鸣，而 “百家”争的不仅仅是学术上的主导地位，还包括政

治上的追随者。作为战国时期的最后一位伟大儒家，荀子也有自己的

学术与政治议题。他的观点有相当程度的意识形态性，盖因其也曾希

望明君能采用他的说教与主张。这一意识形态动机必然导致论点的片

面性与证据的选择性。如此则荀子言论的真义很难为阎式科学方法所

揭示。与其说荀子是在寻找 “普世真理”，倒不如说他是在推销自己的

儒家治世之道。

荀子多篇言论充斥着这类意识形态的成分。当他强调王、霸、强的区

别时，他是想说服明君采用王道。当他认为天下非暴力所能得时，① 他是

在建议君主行仁政，同时也有可能是在批评与其思想对立的像申不害和商

鞅这样的法家。当他认为基于君主之德的王道是世界权力的顶峰，并引用

商汤和周武用德治以小国而取天下的例子时，② 他是在劝说君主发扬德

治。正如阎著所认识到的，荀子所用的这些例子带有神话和传说的成分。

但这正好说明了荀子言论的意识形态性。如此，则阎著由荀子启发而得的

科学理论，至少在部分上是基于荀子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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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Ancient Chinese Thought，Modern Chinese Power，p. 85.
Ibid. ，pp. 86 －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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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也揭示出阎著下述论断的问题所在:

我们所从事的是现代国际关系的研究，研究古代思想的目的是为

了更准确地理解现在，而不是理解过去。正是由于先秦诸子著作中所

引用的事件之可靠性往往是无法确知的，因此我们研究时注重的是他

们的思想而不是事实本身。①

实际上，我们确实需要关注事实，但并不是思想家们所使用的事实，

而是严谨的历史研究所建立起来的史实。盖因此类史实的真实性固然还具

不确定性 ( 我们也许永远无法确定性地建立起所谓的 “真相”，不管是在

历史、哲学甚或科学领域) ，它们却能帮助我们揭示古代思想意识形态的

一面，从而防止我们把意识形态当做科学或逻辑思维。同时我们也只有通

过对史实的了解———不管史实本身有多大的不确定性———才能理解经典思

想的历史语境。因此，忽视古代中国思想中 “事实”的一面是无法真正

理解这些思想的。②

第三，从更深的层次上看，问题在于阎著几乎完全忽视了荀子思

想的历史政治背景、意义与后果。正因研究荀子思想的目的是丰富现

代理论并为中国崛起提供政策支持，这些背景与意义就更值得仔细反

思了。阎著借鉴荀子的一处重点是荀子对社会阶层、规范和等级的讨

论。对荀子而言，这些概念具有根本性意义，盖因如果人性如荀子所

言是恶的，那么只有君主建立社会规范的等级，方能抑制人性恶的一

面并引导其发挥善的一面。但这种可能性必须以具有强制力的君主和

国家的存在为条件。荀子因此极力鼓吹并提升君主在其政治理论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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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Ancient Chinese Thought，Modern Chinese Power，p. 155．
与这一 论 点 相 关 的 国 际 关 系 近 著 可 见 Victoria Tin-bor Hui，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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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实际上，对荀子来说，君主几乎是所有社会生活的根本。① 与此

相关的是国家作为政治与暴力机器在荀子思想中的地位，体现在荀子对强

国之道的广泛讨论。

我们必须注意到，荀子的这一思想体系是以国内政治为背景出现的，

需要强有力的君主来推行伦理标准和执行社会规范。荀子思想下的社会因

此是“从上而下形成的，是君主的创造 ( 荀子在这里并没有询问君主的

权位如何存在或者君主是如何占据这一位置的) ，以便把人类从毁灭性冲

突的自然状态中解救出来”。② 但是，和国内政治中的等级秩序规范相比，

国际政治如何能有荀子式的能在国家间推行等级规范的君主? 在荀子理想

化的社会中，社会规范最初是由圣王制定与推行的，而圣王所处的历史时

代被假定为是一种原始状态，远古到无须解释的程度，③ 但在国际政治中

此类圣王存在的可能性又有多少? 阎著没有考虑如何将荀子认为是在等级

制的国内社会中发展出来的社会规范应用到缺乏建立等级规范条件 ( 比

如一个强力的君主或中央政府) 的国际政治中去的问题。也就是说，因

为对国际政治中无政府状态的忽视，阎学通此时更像是一个儒者而不是现

实主义者。这并不是说国际政治中的社会规范是不存在的，也不是说荀子

的思想不能被用于国际政治———国际规范是当前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

领域，荀子的思想对国际政治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不过，这确实意味

着，应用荀子思想不能只依赖于荀子言论的字面含义，还必须考虑到其观

点的历史情境。

荀子思想另一极为重要且为历代史家所重视的特点在于，荀子对君主

和国家的美化，以及对社会等级的管理和社会规范的执行，当被推到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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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Hsiao，A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pp. 190 － 191; Mote，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China，p. 62.

David Shepherd Nivison，“The Classical Philosophical Writings，”in Michael Loewe and Edward
L. Shaughnessy，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 C.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pp. 745 － 812，at p. 794.

荀子: 《礼论》，上引《荀子集解》，第 346—378 页; 也可参见 Nivison， “The Classical
Philosophical Writings，”p. 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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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可在逻辑上引导出君主专制政府的理论。① 历史上，这样的理论首先

是由荀子的学生韩非子和李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法家代表———创立的，

其后以不同的形式为中华帝国统治者所采用。当然，我们不能将法家的成

功归因于荀子 ( 荀子绝对是儒家成分大于法家) ，就像我们不能把希特勒在

西方的出现归因于柏拉图一样。② 不过，我们必须认识到荀子思想中的理

论缺陷、伦理问题及历史后果，特别是在将其用于当代目的之时。每一个

理论———不管是古代中国思想还是现代国际关系理论———都有其伦理性和

规范性的一面。③ 如果不对荀子思想的这些方面作出澄清，阎著很容易被

外界误读为鼓吹为中国未来霸权服务的一种后帝国时代等级国际政治的模

式，就像赵汀阳的“天下体系”论被误读为在 21 世纪复活帝国治理模式

的企图一样。④

五、古代中国思想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

《古代中国思想与现代中国权力》提出了很多有益的理论主张。不

过，它的主要贡献不在于以先秦思想为基础创建了新的理论，而在于提

出了新理论的一些基础性要素而为未来进一步构建打下基础。该书承认

系统性的理论尚未建立，⑤ 并提出以在先秦思想和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

基础上创建新的国际关系理论为未来的任务。⑥ 清华学派的兴起在很大

程度上将取决于本书提示的理论潜力能否得到具体实现。这并不是对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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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Christian Reus-Smit and Duncan Snidal，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p. 3 －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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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批评，每一本书所能取得的成就都是有限的，特别是对开拓性的研

究而言。

阎著概括了四大理论意义，包括实力的等级结构、等级规范的功能、

规范的内化及政治实力的根本重要性。① 在国际等级上，阎著认为:

先秦思想家们普遍认为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的权力都是等级结

构，这一点显然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假定不同。现代国际关系理论

普遍认为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结构，即行为体功能相同，权力关系平

等; 而国内体系是等级结构，行为体功能各异，权力体现为上下级关

系。然而，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今天的国际体系，我们会发现，联合

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的内部权力关系其实也都是等级结构而

非平等结构……如果我们将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关于权力平等的概念与

先秦时期的等级权力概念相结合，我们会得出一些新的设想。例如，

在国际社会中，国家关系既非上下级关系，也非平等关系，而是松散

的等级关系; 国内体系的权力关系由社会规范决定，而国际体系权力

关系由国家能力决定; 在国内体系内，等级规范主导社会行为，而在

国际体系内，等级规范与平等规范共同主导国家行为。②

这似乎是在通过建议修正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无政府状态假定而

提出一种国际等级理论。不过，等级的概念并没有得到明确的界定。引

文的首句似乎暗示权力的等级，但是其后关于国际组织内部权力结构的

例子似乎指向一种排名或地位上的等级。在此， “在国际体系内，等级

规范与平等规范共同主导国家行为”的提示极有意义，但需要完整的理

论论证。

国际政治中的等级状态正日益成为一个显赫的研究领域，但清华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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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一领域的文献。① 阎著认为: “先秦思想家们对于国家

权力和国际权威的区分，使我们意识到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缺少对权力和权

威的区分，更缺少对权威问题的研究。”② 这个判断在 2005 年清华团队开

始研究先秦思想时就已难说公允，现在鉴于国际上对等级制和国际权威研

究的迅速展开，更是难以成立了。③ 清华团队若想获得更大的国际认可，

必须借鉴最新的国际研究成果并与之展开对话，同时完善自己理论的逻

辑，使这些理论能和现有理论进行比较，从而澄清清华路径的真正贡献。

同时，阎著似乎也提出了一种国际政治中的等级规范的理论:

先秦思想家们普遍认为，以等级规范约束国家行为可以维持国家

间的秩序，而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家们则认为，以平等规范约束国家行

为才能维护国际体系的秩序。观察人类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绝对平

等关系导致绝对的暴力冲突，绝对的等级关系导致绝对的以强压弱暴

政。如果我们将两种思想认识相结合，则可以假设平等规范与等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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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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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A. Lake，“Rightful Rules: Authority，Order， and the Foundations of Global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 54，No. 3，2010，pp. 587 － 613; Katja Weber，Hierarchy Amid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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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相结合，是最有利于维护国际秩序的。①

这是对国际政治极有洞见力的观察，“平等规范与等级规范相结合

最有利于维护国际秩序”的假设也极为重要。问题当然是，这种结合

如何从理论上进行论证，如何在实践上找到佐证或可能性。等级规范

是如何产生的，又如何能为不同的国际行为体所接受? 也就是说，我

们需要一个关于国际政治中等级规范的产生和内化的理论。此外，这

方面的讨论也可涉及国际正义的重要问题，而阎著基本上忽略了这一

问题。

阎著第三大理论主张，是政治实力是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基础及霸权的

根基:

政治实力转化为军事和经济硬实力的增强是获取国际主导权的基

础。也就是说，霸权建立在硬实力的基础上，而硬实力又是以政治实

力为基础。政治实力的基础越宽厚，所能转化出来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越强大。由此我们可以建立一种霸权、硬实力、政治实力这样一个三

级金字塔式的霸权理论框架。②

虽然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含义较为直接，政治实力的含义却不那么明

了。阎著有时将政治实力等同于国家政策的结果，有时却又将其视作

“政治操纵力”。③ 在另一篇文章中，政治权力被认为是 “国家动员力”，

包括国内动员和国际动员的能力。④ 那么，此类动员能力的要素是什么?

它们如何变化? 如何去衡量? 实力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基本课题，而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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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id. ，p.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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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 Xuetong，“The Rise of China and Its Power Statu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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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团队似乎也没有深入借鉴这方面的文献。① 在这点上，清华团队也需在

借鉴先秦思想、阎学通自己对实力的研究及国际上最新文献的基础上，建

立一个关于国际关系中实力的完整理论，包括实力的来源、成分和效果，

特别是政治、经济与军事实力之间的关系。此处可指出的是，政治实力的

概念可能与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概念不在同一个层次上。经济和军事实力是

由实力要素 ( 物质力量的资源) 定义的，这也是绝大多数现实主义者对

实力的理解。但是，政治实力似乎并非由此类实力要素定义而来———如果

确由资源要素定义，那么这些要素所指为何? 政治学文献中有关实力的

“四个面相”之说，② 政治权力属于其中的哪个面相? 在当前理解实力的

各种不同理论中 ( 包括现实主义、建构主义、批判理论等) ，阎著采取的

又是哪种理论视角? 如果阎著对实力的理解与当前各文献都不同，那么这

种理解的理论根基又是什么?

阎著也提出了一种霸权理论，认为霸权国的性质可能决定国际体系稳

定性的程度:

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霸权稳定论忽视了霸权性质与国际秩序稳

定性之间的关系……先秦思想家们不但提出与霸权相对的王权概念，

而且区分了两者的核心差别是道义的有无。根据他们的思想，我们可

以假设霸权的道义水平高低关系到国际体系稳定性的高低和持续性的

长短。③

如果这一逻辑可信———霸权国的道义水平而不是其物质实力决定国际

体系稳定性———随之而来的理论问题就变成如何界定国家的道义水平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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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理解其来源、变化与效果。虽然现有文献对国际政治中的道德权威有所

讨论，① 但其道德权威所指似乎并不是国家的道义。从什么意义上我们可

以讨论国家的道义? 其最终所指是否需回到统治者的品质、国家的政策还

是其他因素? 像“国际王权”或 “国际仁义权威”② 这样的概念应如何

界定? 另一值得讨论的问题是: 古代中国思想对国家性质的强调是否有某

种内在的原因? 西方思想如当代现实主义很少考虑国家性质对国际政治的

影响，因此追问中国思想对国家性质关注的原因所在似乎也是一个有意义

的问题。上述指出的四大理论潜力若想成为实际影响，则清华团队不仅需

要阐明这些理论的逻辑结构，还需以严谨深入的经验研究进行论证，其中

不免涉及上述的方法论问题。

《古代中国思想与现代中国权力》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研究专著: 传统

研究专著通过严谨的研究设计来解决一个特定的研究问题，而该书主要是

一本有明确主题的论文集，缺少一个具体的研究问题和为之服务的研究设

计。这样的结构是由清华团队的研究方式决定的———主要是阎学通牵头下

的课题制形式。不同的学者研究不同的思想家，最后由阎学通综合他们的

研究成果，达成一个较连贯的结论。不过，清华研究路径若想继续深入，

有必要在研究设计上转向专著的思路，通过一整套严谨的理论构建、方法

程序及经验论证解决一个具体的研究问题。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评价阎著，会发现它除了提出上述的解释性

理论外，还涉及建议如何作为的规范性理论。例如，阎著认为国际规范

可有助于促进国际体系稳定，因此它强烈建议国际社会建立此类规范，

并分别以中国—东盟合作和日本—东盟关系为正反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

问题。③ 不过，规范性理论最好的体现，是其对中国崛起的国际影响的

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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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角度而言，我们可以思考如何才能使中国崛起有利于国际

秩序的稳定和国际规范的进步。根据先秦思想，中国崛起可以有两种

不同的战略目标，即建立王权还是建立霸权。前者将是一种相对和谐

的国际体系，后者则是一种常见的国际体系。同样，世界在中国崛起

的进程中也有两种选择，即建立新的国际秩序还是重复美国霸权式的

秩序。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秩序不仅要改变国际实力格局还得改变国际

规范。①

阎著的理论因此是解释性与规范性并存的。此外，值得指出的是，

很大程度上由于研究先秦思想的原因，阎学通已经成为一个 “道义现

实主义者”。“道义”与 “现实主义”的结合也许在西方不太可能，但

在中国学术和思想史的大背景下则并不是太令人惊讶。阎学通保留了

现实主义思想的一个核心主张———硬实力是国际政治的核心因素———但

他对政治实力而不是经济或军事实力的强调，对等级状态而不是无政

府状态的强调，以及对国际规范、国家道义、政治思想以及王权等概

念的强调，已脱离了西方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的范畴。不过，如果考虑

到荀子和其他先秦思想的影响，他的新 “道义转向”就显得很自然;

而因他认为中国崛起需要更强大的实力，所以他对现实主义中硬实力

重要性的持续信仰也能得到解释。因此，我们看到，中国道义论和西

方现实主义这两种独立的、不相关的知识传统，在当今中国竟汇合且

促成了一种道义现实主义。这是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关系研究中知

识的社会学的一个极有意思的案例。

从具体学术意义上说，道义现实主义非但不是在现实主义理论 “硬

核”上的“退化”，而且可能为现实主义提供一个在规范性上更合理的理

论方向。卡尔早就提到，单纯的现实主义或理想主义无法支撑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作为政治学，必须在其政治思想与实践的体系中同时具有 “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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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邦与现实、道义与权力”。① 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家道义论与现实主义

对实力理解的融合，有可能创造出不俗的理论潜力。历史上，儒家主要是

一种理想主义的哲学，且一度为法家在中国帝制时代之初所颠覆。虽然儒

学后来成为帝国意识形态，但帝国的实际运行靠的是儒家理想与法家实践

的结合，即所谓的“外儒内法”。儒家所缺乏的是对权力政治的理解。现

代现实主义所缺乏的，则是对其伦理困境的认识。道义现实主义因此有潜

力融合这两个思想传统的优点并弥补其缺陷。

从这个意义上讲，阎学通与西方古典现实主义者的相似之处要多于他

与新现实主义者之间的相似之处: 古典现实主义者认识到规范与伦理在国

际政治中的作用，而新现实主义者则在寻找国际政治 “科学”的过程中

放弃了对规范和道义的思考。② 阎学通也许不会承认这一点，因为他认定

自己是在“科学地”研究国际政治。不过，事实上无可否认的是，他的

理论既是解释性的也是规范性的。而且现在他理论中理想主义的部分 ( 即

儒家道义论) 而不是现实主义的部分 ( 即硬实力核心论) 才是最具特色之

处。儒家规范性思想的一面有望弥补现有现实主义理论的伦理不足。

道义现实主义在伦理上比当代现实主义要开放得多，不过它也有

自己的问题。当代现实主义对无政府状态、自我主义及群体主义的强

调，使其宣扬国家应该采取一种在非道德的权力政治中保持审慎的政

策。这一立场经常导致一种置国际正义于不顾的扭曲的外交政策。③ 道

义现实主义强调等级、规范与道义，因此对国际政治的稳定和正义有

更多的思考。另一方面，道义现实主义也有被误用和滥用的危险。道

义现实主义的最佳状态，是促成道德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在伦理上的

互补，以便使权力能有道义基础，使理想能有现实基础。但是，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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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制造出一种危险的在道义光环点缀下的强权政治的意识形态。这

样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这是道义现实主义必须面对的伦理

困境。此外，阎式道义现实主义还包括一种毫不掩饰的国家主义和大

国主义，甚至是一种中国式的霸权主义，特别是当其主张 ( 有时是假

定) 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霸权的时候。这并不是对阎著做道德评判，

而是指出其理论中值得注意的一些特征。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清华研究路径也需要一个批判性的维度。批判性

理论的目的是批评社会状况，说明其如何得以存在，并指出如何使其朝着

好的方向发展。① 批判性理论与清华团队对先秦思想的研究是相关的，因

为阎著多次暗示当前国际政治的不公正之处，并指出先秦思想能为解决这

些不公正之处提供思路。更重要的是，阎著的一个重要理论和政策意义，

是指出了当代中国政治和政策的内在问题，并提出政治改革和政策变化的

重要问题。毕竟，阎学通长期以来就是中国官方政策最直接最深刻的批评

者之一。清华路径的批判性理论的潜力因此是巨大的。一个理论可以同时

具备解释性、规范性和批判性。一个优秀的理论应该尝试解释政治现实，

批评现有政治，并指出未来改进的方向。

六、道义现实主义与中国崛起

阎著的道义现实主义不仅有理论潜力，也有政策意义。首先，它提出

了一系列极富挑战性的政策建议，是对现有政策的巨大冲击。其次，它预

示着中国国际关系和战略学界一种新的战略言论的兴起，并可能影响中国

知识界未来对国际战略的讨论。例如，它将王、霸、强、战略可靠性等新

概念融合在一个整体的学术框架之中，不仅用来分析先秦思想，也用来讨

论当下中国的对外战略。当然，阎学通的政策 “激进”为时已久，先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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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对其政策研究的意义主要在于为其提供了一个新的具有中国历史和当

代理论底蕴的学术根基。虽然这一新的政策言论在多大程度上能为人接受

尚待观察，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研究为思考中国外交政策提供了一种新的

知识来源和学术激励。

阎著的政策建议围绕中国 “如何做世界主导国和做什么样的世界主

导国”而展开。① 如果放在 10 年之前，这无疑是极为激进的问题，即便

在今天，也不乏有人批评其不切实际，盖其主旨是对邓小平的 “韬光养

晦”原则的直接挑战。中国的世界主导权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外交政策

讨论的禁区，重提这个问题 ( 新中国历史上最近一次提到世界领导权还

是毛泽东“革命外交”时期，阎著所指的似乎是中华帝国时期) ② 代表了

中国国际战略思维的重大变化。阎学通是最早认识到中国需要积极外交政

策的学者之一，这一政策取向在此书中有增无减。

阎学通的政策建议体现在三个层次上。首先，在大战略的层次上，他

建议中国将以古代中国王道思想为基础的世界霸权作为外交政策目标，并

与美国的“虚伪的霸权”区别开来。③ 他认为，替代美国成为世界霸权

国，需要中国成为比美国更负责任的国家，需要提供一种比美国模式更佳

的社会发展模式。④ 他同时认为，中国需要向外界提供 “普世性的观念”

而不是“中国特色”。⑤ 这是在建议一种以普世性为基础的道义霸权，而

这种大战略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并没有先例。现有的官方更多的是坚持

“韬光养晦”而不是进行大战略变革。阎著的重要性在于显示了———不管

官方立场如何———霸权或者王权绝对是中国知识界讨论的中国大战略选择

之一。

道义现实主义对中国大战略的建议是世界主导权，这就像进攻性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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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主义对美中关系的建议是遏制中国一样，① 体现了其理论逻辑的极不

寻常之处。不过，这并不是说阎论就像是在为一些美国现实主义者对中

国霸权雄心的怀疑提供完美的佐证。② 阎著 “中国霸权论”背后的核心

逻辑并不是现实主义。它更是一个基于道义文化的政策理论而不是物质

主义的现实主义论，盖因其对中国霸权的宣扬几乎完全源于古代王霸思

想的吸引力。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古代思想无疑可以作为当代政策思考的借

鉴，这些思想的使用却需要考虑不同的历史背景，生搬硬套只会造成思想

混乱与不必要的误解。如果中华帝国可资当代中国借鉴，我们尚需研究这

两个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中国国际处境的异同之处，如此方知古代中国的世

界主导权战略是否适合当代中国。③ 阎著假定国际政治就是霸权的更替，

而中国就是替代美国的下一任世界霸权国。不过，即便如此，未来的中国

霸权恐怕会与过去的中国霸权大不相同，毕竟两者的历史背景已经有了巨

变。中国霸权论若想有更大的可信度，尚需在理论和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做

进一步的修正与深化。

尽管存在这个问题，可以指出的是，阎著对道义和政治实力———而不

是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强调，是对当下中国战略学界存在的一种原始粗

糙的地缘政治论的有力消解。④ 从这个意义上说，清华路径的出现颇为可

喜，因为它提出了一种新的而且看似人性化的战略言论，可促使中国战略

讨论朝着一种健康的方向发展。当然，阎学通承认自己也是个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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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① 但他的“新传统民族主义”来源于对中国传统重建的尝试，与源自

现代西方的“地缘政治民族主义”格格不入。这也体现了当代中国民族

主义来源的多样性。只要中国存在基本的学术和政策讨论的空间，我们就

不必太担心某一种民族主义的思想霸权。

其次，在对外政策和国家实力的层次上，阎著认为:

借鉴先秦有关王霸性质区别的认识，中国崛起战略的对外政策需

要从三方面区别于美国。首先，推行责任与权力相一致的国际秩序原

则……二是推行反向双重标准原则，即越发达的国家要执行比越落后

的国家更为严格的国际准则……三是推行东方传统的天下为一的开放

原则，即中国对全世界开放，世界各国对中国开放。②

也就是说，中国需要成为一个更具开放性、更负责任的大国。阎著对

“天下”这个传统概念的借用，不得不使人思考是否 “天下”是中国知识

分子———已经包括阎学通这位国际关系学者和赵汀阳这位哲学家———在思

考中国的世界地位时必不可少的概念。阎著同时认为，中国需要发展其政

治实力 ( 至少是战略可靠性) ，③ 并实现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均衡发

展。④ 这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的批评。鉴

于过去 30 年来经济发展在国家政策中的主导地位，这一批评对现行政策

的冲击性丝毫不亚于其他建议。

再次，在具体的战略层次上，阎著也提出了对中国崛起战略的建议。

例如，它认为，中国必须进行战略创新，而放弃长期以来的不结盟战略，

采取结盟战略以扩展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就可是新历史条件下战略创新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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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现。① 这也是对现有政策的挑战。虽然事实上不算是激进———毕竟中

国在冷战时期与苏联和美国都有过正式和非正式的联盟———新的结盟战略

将改变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建立的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主

旨。不过，结盟这一政策建议是否是道义现实主义的忠实体现，是个可商

榷的问题，盖因中国现有外交道义的一部分来源是其不结盟原则，因为这

体现了中国与西方大国的不同之处，而重建联盟则将使中国丧失这一道义

优势。

最后，阎著一个极为重要但也从未挑明的政策意义，是中国政治改革

的需要。它提出，中国需要发展能吸引国际人才的大国人才战略，需要进

行制度创新，需要推广民主的道义原则，② 并认为 “不能正视历史事实的

民族是不可能使其他国家心悦诚服的”。③ 这些建议会得到广泛的认同，

但没有一项是可以在没有国内改革的情况下得到实施的。阎著对正视历史

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那么现代中国有没有正视历史事实而使其他国家心

悦诚服了? 这一点的提出，即证明正视历史事实在中国是一个问题。最

终，阎式道义现实主义从根本上讲是一个关于内政的理论: 除非中国对内

进行政治改革并首先在国内实行 “王道”，否则不可能赢得对外的国际

“王道”之治。

七、结论

《古代中国思想与现代中国权力》代表着国际关系领域清华研究路径

的兴起。作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一种最新的开拓性研究思路，它有一系

列研究方法和理论问题尚待解决。作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本土化的最新也

是目前为止最深刻的代表作，该书会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史上占据一

席之地。作为中国学界对全球国际关系学的一项创新性贡献，它具有不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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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Yan，Ancient Chinese Thought，Modern Chinese Power，p. 143.
Ibid. ，pp. 67 － 68，103，219．
Ibid. ，p.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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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潜力和政策意义。从中国国际关系学的角度看，它的一个重要意义

在于开始了对中国国际关系传统的知识重建，并为中国国际关系的学术研

究和政策实践开辟了一个方向。从全球国际关系学的角度看，它的重要性

在于使“为什么没有非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① 这一问题显得有点过时。

虽然清华路径尚需多方面努力以获得学界的认可，但它无疑提供了中国国

际关系理论的一种雏形与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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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eds.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erspectives
on and beyond Asia ( London: Routledge，2010) ; 相关讨论也可参见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
Pacific，Vol. 11，No. 2，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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